
史学理论研究 ２０２３ 年第 ４ 期

留美时期林同济的中国东北史研究

董成龙

【提要】 　 以战国策派闻名的林同济，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撰写了有关东北问题的硕士论文和博士

论文。 他认为，文明与地缘对应两个层次的“天下”，一个是等于中原汉地的“天下本部”，一个则囊

括了作为“天下边陲”的夷狄之地，两种“天下”的张力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东北是中原与北狄

和东夷三角关系的交汇处，中原开拓北疆的主导原则就是联合“汉化”程度更高的东夷对抗北狄，即
“以夷制狄”。 清朝沿用中原与东夷合作的策略，确立了满、汉、蒙、回、藏的基本统治格局。 林同济自

觉身处“新战国时代”，广泛征引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秉持“汉化论”的同时超越长城视野，充分

肯定边疆民族和清朝在奠定现代中国版图中的贡献，同时又规避了一些研究者过分突出边疆特性的

偏差，有助于理解今日中国的形成及其与世界的关系。
【关键词】 　 林同济　 以夷制狄　 天下本部　 天下边陲　 汉化论

１９ 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国际体系，既面临重新理解与世界关系的外部秩序问题，又
有如何对待自身绵延数千年传统的内部秩序问题。 二者合观，即谓在近代欧洲带动的世界体系中何

为“中国”的问题。 “中国”一直包含文明与地缘两重要素，不过“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①历代正史《地理志》也多讲《史记》所述“在德不在险”，②旨在强调文明比地缘更重

要。 被拖入现代国际体系的清政府不得不学习全新的国际关系原则，这一过程也伴随着晚清中国的

民族危亡史。
近代中国东北屡遭俄、日觊觎，成为中国人认知主权与领土问题的典型例子，蒋百里早在日俄战

争前就指出“今日之满洲，将来中国全部之倒影”。③ 林同济（１９０７—１９８０ 年）于 １９２８—１９３４ 年留学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先后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其有关中国与世界的思考即从中国东

北展开。 林同济 １９２９ 年获得硕士学位，硕士学位论文《日本在中国东北铁路事业的政治面向》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Ｒａｉｌｗａ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Ｍａｎｃｈｕｒｉａ）当年在美国出版，次年出版中文版

《日本对东三省之铁路侵略———东北之死机》（上海华通书局 １９３０ 年版）；林氏 １９３４ 年完成比较政治

学博士学位论文，题为《汉人向东北延伸的方法与机制》（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此文以往被误传为“日本在东北的扩张”，④标题中行动主体的一字之差可能使我

们错失林同济对中国疆域形成的关注。 林同济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执教，１９４０ 年创办《战国策》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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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力倡“战”“国”“策”，揭示当时中国所处的“新战国时代”，遂以战国策派闻名。
林同济的治学取向与家国命运紧密相关，其留美之际，国民党北伐并于 １９２８ 年形式上统一了中

国，但不久中国又陷入军阀混战，更有列强继续环伺疆土。 冯家昇指出，“边疆之学，吾国学者向来视

为偏僻而不关宏旨”；“关于西北，吾国学者虽逐渐有系统之研究，其在东北则向无人过问。”①林同济

恰恰以东北为题，两篇学位论文分别撰写于九一八事变前后，是其一生中仅有的两部系统论作，由此

可以窥得他对中国历史演进的规律性思考，进而了解其根本问题意识和战国策派主张的思想基础；
而其论及中国疆域形成涉及的“汉化论”等问题，仍是今天学术界讨论时的重要思想资源。

关于林同济的文献汇编已有多种，②其关于东北的论述亦有学者提及，但未引起足够关注。③ 许

纪霖曾揭示林同济的三境界———“国的境界”“力的境界”和“自然的境界”，④确定了此后研究林氏的

基本框架，即：以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为界，将其思想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主题是政治（强调

“战国”与“尚力”），后一阶段的主题是文学（研讨莎士比亚和庄子）。 这样一来，林同济的思想似乎

只被追溯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战国策派兴起，而他早年留美期间关于“中国”形成的思考却付之阙

如，本文便致力于此。

一、“中国”：文明与地缘

“中国”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 林同济指出，西方人使用“中国本部”（Ｃｈｉｎａ Ｐｒｏｐｅｒ）指称中国长
城以内的内地十八行省，其实是把“中国”的复杂意蕴消解为一个狭隘的地理概念，不能充分对接

“中国”的所指和能指，既忽略了“中国”概念的文明—政治内涵，又狭隘地把满、蒙、回、藏地区都排

除在中国领土之外。 顾颉刚也反对使用“中国本部”的概念，他注意到，该语词背后蕴藏着日本在现

代国家疆域奠定时刻悄然将边疆民族聚居地从中国割裂出去的企图。⑤ “中华帝国”则是指称中国

的另一个常用词，同样不能囊括“中国”的意蕴，反而容易与现代欧洲列强中积极扩张的帝国相混淆。
从根本上说，中国是一个“种族—文化意义上的实体”。⑥ 追问中国人种的源头，很难绕开拉克

伯里（Ｌａｃｏｕｐｅｒｉｅ）的“中国人种西来说”，王桐龄则认为黄种人发源于帕米尔高原；⑦林同济虽然援引

二人作品，但将此类问题留给李济等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处理，毕竟“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

史”，⑧而李济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正立意于此。 林同济关心的是中国文明发源于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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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黄河为母亲河，认同中国文明发迹于中原，中原（华夏 ／汉人）之外的四边都是“边民”或“蛮
族”。① 他判定中国定型的历史进程是由华北地区的黄河流域向四边实现“全方位延伸”，北及辽河

流域，南至长江流域，西通西域，最终从“中原”延展为全新的“中国”。②

这一进程使“中国”有两层含义，首先指“中原”，其次则涵盖四边，由此成为“世界帝国” （ｗｏｒｌｄ
ｅｍｐｉｒｅ），即“天下”。 林同济认为，上述两义正是文明和地缘意义的两种“天下”，二者的张力规范了

中国历史的展开。 从文明的意义上讲，“华夏之土”遍布“王道”，而蛮族则是“文明之敌”，中国不包

含四边也就不可能是“整个世界”。 但从地缘上讲，“文化的和政治的疆界无须一致”，既然“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中国应当就是“整个世界”，其普世性体现为军队没有“防御”概念，只有“治安功能”，
因为“防御”的前提是国际体系中的“对等国家”预设。③

文明与地缘两种视野的“天下”相互角力，旨在将中国塑造为文明—地缘合一的国家。 不过中原

“不具掠夺性”，从不发动“扩张战争”，其地理伸展是“消极延伸”而非积极扩张。 据林同济统计，从
孔子时代到清朝，“有一半的中原延伸，都是通过武力失败后的和平攻势展开的”。 中国不谋求“大
帝国”，而是“积极的执行防卫战争”，可以说是“勉强的天下主义”，“有征无战”，只在遭遇边疆民族

来犯时才施展“汉化”的文明力量。④ 林同济进而化用“中国本部”一词，提出一组专门分析“天下”的
新概念：“天下本部”（Ｅｍｐｉｒｅ Ｐｒｏｐｅｒ）和“天下边陲”（Ｅｍｐｉｒｅ Ｅｘｔｅｒｉｏｒ）。

“天下本部”是文明意义上的“中国”范围，也是实际的中国，虽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但不等

于没有防御行动。 “天下边陲”则指四边，与“天下本部”合在一起才是理想的天下———天下的最大

范围。 “文明论”视域一方面催生中原与四边对立的文野之分，另一方面又让汉人成为“传道民族”
（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ｓｔｉｃ ｐｅｏｐｌｅ），向四边敞开汉化的大门，树立文化边疆的同时也提供了消解之道。⑤ 两种“天
下”的张力推动“天下本部”向“天下边陲”延伸，在边地“屯垦”（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但林同济直言，中国

只是为了拱卫中华文明才被迫征讨北方边疆民族，与现代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不同，屯垦也不是宗

主国榨取殖民地利益的殖民主义。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一词，既指西方压榨性的殖民又指中国的屯垦，林
同济使用同一个语词指称并不相同的内涵，反倒提示读者详加辨析。

二、东北：中原与夷狄之交

要将四边“蛮族”也纳入中国，就必须先让其完成“汉化”。 但林同济特意提醒，不应以笼统的华

夷之辨看待边疆民族，错误地以为它们是均质的夷狄。 秦、汉、唐时期，中国的威胁主要在西北边。
隋唐以后，中国的政治格局从东西发展转向南北发展。 林同济完成博士论文时，他清华时期的同学

冀朝鼎正在撰写的博士论文也明示，秦汉以后，南方边疆民族逐渐归化，在中国经济史中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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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北方边疆民族的政治军事影响更大。① 从政治—军事的角度看，四边之中参与中国历史最深的是北

狄和东夷，但林同济提示二者差别很大。 中国人虽然没有走向海洋，但因为农业文明的“乐水”，拥有优

良水系的东北就成了中国“天然的家”。 此外，林同济还援引段注《说文解字》，指出从文明的角度讲，北
狄与东夷也不能等量齐观，“北方狄从犬，惟东夷从大。 大，人也。 夷俗仁，仁者寿”，“与夏不殊”。②

边疆民族汉化程度与其对中原的政治威胁成反比，林同济认为北狄终究是“化外”之人，因此对

中原威胁最大。 “因为北狄的游牧习性，以及他们当中若干大规模帝国的频繁兴衰，很难为他们设计

固定习性。”③换言之，欧亚大陆上的游牧民族不能为中原文明所含摄。 林同济依照“汉化”程度区分

了四种夷狄：１. 卫满（朝鲜）。 ２. 肃慎。 肃慎为周、秦以前之称，隋、唐称靺鞨（建国“渤海”），辽、金、
元、明时为女真（建国金），清时为“满洲”（建国后金—清）。 ３. 东胡，分为乌桓与鲜卑二部。 鲜卑一

系，慕容氏建立燕国，拓跋氏建立魏国，宇文氏建周；契丹一系继之而起，耶律氏建立辽朝；室韦一系

成为蒙古而建立元朝。 ４. 匈奴。 四者之中，朝鲜和肃慎是“汉化”程度最高的东夷，而北狄则包含东

胡、匈奴各分支。 北狄与东夷的边界是大兴安岭，与中原之间则形成“交界带”，以长城和群山（贺兰

山—阴山—大兴安岭）为界。 中原（“天下本部”）的“长久难题”就是如何确保“交界带”免受游牧民

族的控制，并将入侵者“安顿为合礼的臣民”。④

林同济将中国历史化约为中原与夷狄的互动，又从地缘和文明的角度指出，由于中原与东夷更

亲近，因此中国历史演进中出现了“以夷制狄”现象。 比起“以夷制狄”，人们更熟悉“以夷制夷”。
“以夷制夷”背后的“均势”（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逻辑并非中国独有，现代欧洲国家的“攻守同盟本质上

就是以夷制夷”。⑤ 欧洲第一个现代国际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后，国家不再以宗教意识

形态划界，转而可能与非我文明的国家结盟，宣告现代欧洲国际关系优先考虑地缘政治和权力政治。
“均势”成了诸大国的常用手段，甚至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后写入国际条约。

在林同济的博士学位论文中，“以夷制狄”与“以夷制夷”的表述都是“ ｆｉｇｈｔ ｔｈｅ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ｗｉｔｈ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但前者不只是权力制衡，而是包含以下三层要素。 １. 文明含义，中原与夷狄的交往不只

是政治—地理关系，更是在推进夷狄的“文明化”。 ２. “分而治之”，联合“汉化”程度高的东夷对抗西

北和北边的北狄，避免夷狄联合对抗中原。 ３. “在地化”，以“汉化”的世袭制度使夷狄依赖土地，打
破其相对于汉人定居生活的流动优势。⑥

既然影响中国历史变迁的关键在于中原与北狄和东夷的三角关系，那么作为三者相遇之地的东

北地区就成了中国历史演进的一个缩影。 林同济将东北细分为三部分：近东北（Ｎｅａｒ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指
辽河水系覆盖的领土（辽西和辽东），对应民国时期辽宁和热河两省；大东北（Ｇｒｅａｔｅｒ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指
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极东北（Ｅｘｔｒｅｍ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指俄国的沿海州、阿穆尔州及其之外的区域。⑦

辽东是整个东北“天命”的关键。 从经济上看，辽东占据“近东北最肥沃的流域”；从历史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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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朱诗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８１ 年版。 冀朝鼎回国后任陈光甫秘

书，林同济经冀朝鼎介绍与陈光甫相识，经陈资助 １９４８ 年成立海光西方思想图书馆。
Ｔｕｎｇ Ｃｈｉ Ｌ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ｐｐ. ４ － ７.
Ｔｕｎｇ Ｃｈｉ Ｌ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ｐ. １３.
Ｔｕｎｇ Ｃｈｉ Ｌ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ｐｐ. １１ － １３.
Ｔｕｎｇ Ｃｈｉ Ｌ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ｐｐ. １０９ － １１２.
Ｔｕｎｇ Ｃｈｉ Ｌ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ｐｐ. ２５５ － ２５８.
Ｔｕｎｇ Ｃｈｉ Ｌ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ｐｐ. ＩＩＩ － Ｉ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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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最早屯垦和汉化最彻底的区域”。 无论攻守，辽东都是“东北亚的要害”。 一方面，辽东是保卫

滦河水系的关键，可以防御北狄从此跨入黄河流域直逼中国内陆；另一方面，它是“确保东北帝国的

首要前提”。 从周朝到明朝，东夷多取径海路到辽东，但中原人通过陆路到辽东，因此辽西自然就成

了辽东安全的最低保障。① 传统的“辽西”概念指燕山山地以北、西拉木伦河以南、医巫闾山以西与

七老图山以东的区域。 从地形上看，辽西走廊位于蒙古高原、华北平原与东北平原的结合带，“向南

可以俯瞰冀北，向北和西北可以俯瞰蒙古平原和沙漠”；从生产方式上看，此处正是北方游牧区、东北

渔猎区与中原农耕区的交汇处。 林同济特意强调这一枢纽位置的“双重意义”，“占据辽西，就能够

切断整个东北与中国其他部分的联系”，当然也可以反过来保卫辽东，据此实现中原在东北的延伸。
进而言之，其“战略意义”又不局限于对东北的“地方性意义”，“还在于对整个东亚全局的影响”。 因

此，林同济总结出一条地缘政治“战略法则”：“谁控制了辽西，谁就控制了敌人的天命。”失去辽西通

往辽东的热河线，就意味着“中国实力的衰弱和随之而来的夷狄崛起”。 林同济认为明朝中后期不能

理解这种“致命关联”，导致“整个东北的防卫体系”随之崩塌。②

林同济所谈不仅是东北，更是天下的“天命”，与当时革命派大多关注明清易代带来的异族统治

问题相比，他更关心政治地理，还意味深长地提示，日本 １９３３ 年进攻热河省时，一定心知以往的北狄

路线———北狄通过西拉木伦河抵达热河山区（燕山滦水），从而借助辽河掌控辽东命运，也可以通过

滦水南下进攻黄河。③ 日本对中国东北战略路线的把握，显然与其政学两界的东北史地研究有关。

三、“新战国时代”的东北史地研究

甲午战争以来日本的侵华意味着对中国而言“外国影响第一次更多地来自海外的东方，而非陆

上的西方”。④ 林同济以为从此以后直至日本全面侵华之际，正是中国的“新战国时代”。⑤ １９００ 年

俄国占领东三省，要把它变成“黄俄罗斯”。 在此背景下，日本于 １９０４ 年掀起日俄战争。 当时，与政

治军事行动相伴随，世纪之交的日本学界对中国四边产生了浓厚兴趣，出现“满蒙回藏鲜”之学。
明治以前，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历史地理研究很薄弱；甲午之后，日本就出版了《满洲地志》。 林同

济注意到，内藤湖南于 １９００ 年发表的《明东北疆域辨误》，根据永宁寺的碑拓纠正了清代官书《满洲

源流考》对明朝经营东北的刻意回避，证实明代东北疆域确实远至黑龙江口一带。⑥ 此后，白鸟库吉

主持的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大大推动了关于中国东北的研究。 其成果《满洲地理历史报告》第一期

项目聚焦辽代以后的东北和朝鲜半岛，箭内亘是那珂通世的亲炙弟子，负责元代；稻叶君山师承内藤

湖南，参与调查部又受到白鸟库吉的训练，负责清代。 第二期项目向辽代以前追溯，箭内亘负责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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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ｎｇ Ｃｈｉ Ｌ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ｐｐ. １０３ － １０８. 清初杨宾（１６５０—１７２０ 年）已指出，山海关

在元朝为“迁民镇”，“固东北一咽喉”。 于逢春、厉声主编：《柳边纪略 龙沙纪略 宁古塔纪略》，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第
１８ 页。
Ｔｕｎｇ Ｃｈｉ Ｌ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ｐ. ２１.
Ｔｕｎｇ Ｃｈｉ Ｌ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ｐｐ. １０６ － １０７.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许纪霖、李琼编：《天地之间：林同济文集》，第 ４ 页。
林同济：《满洲发达史》，贾菁菁编校：《近代中国学者论日本汉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４４６ 页。 清代官书《满洲源流

考》和《明史·地理志》都回避了明朝对东北的经营。 杨守敬 １９０６ 年完成编订的《历代舆地图》为辽东边墙标记的符号也与其他

八镇边墙不同，符合清代对辽东边墙的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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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并与稻叶君山一起负责汉魏部分。 满铁历史地理调查部的研究设计显然是要全面了解东北历

史，以期为攫取东北的政治军事行动服务。 相较而言，这一时期中国自身的东北研究则极少。①

和田清指出，那珂通世、白鸟库吉、桑原骘藏等人推动了日本满“蒙史”地研究。② 日本学界还逐

渐以“东洋史”取代“中国史”，不再以“中国史为中心”，“而必须包括东洋诸国、东洋诸民族的历

史”。③ 历史学科设置的变化透露出日本全新的国家定位：企图以日本主导的“亚洲主义”取代中国

主导的朝贡秩序。 日俄战争之前，白鸟库吉和内藤湖南都曾撰文论证东北乃中国固有领土；④日俄战

争之后，白鸟库吉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中国的历史和统治疆域发出学理挑战：一方面提出“尧舜

禹抹杀论”，质疑中国上古史；另一方面又提出“满洲中立化论”，试图将东北从中国割离，指出“满
蒙”对日本而言：“一为北门之锁匙，一为东洋和平之保障，今满洲蒙古为欧亚联络之最捷径，处于未

来东西文明接触圈内。”⑤

中华民族危亡时刻，不少革命者主张将内外秩序问题合并为“满洲”异族统治的问题，从而选择

“排满”。 此时，日本政学两界也逐渐将“满洲”一词由族名转换为地名，进而生造“满蒙”一词，⑥这样

一来，“排满”革命势必落入将东北排除在中国疆域之外的话语陷阱。 日本进一步推出“满蒙非支那

论”，鼓吹“日满蒙一体”和“日满鲜一体”。 稻叶君山就主张“满蒙不可分”和“外族统治中国进步

论”。⑦ 他还进一步提出“满鲜不分”和“日满不分”，把“中国”限定在所谓“中国本部”，将北边与东

北亚都纳入日本帝国的势力范围。⑧ 稻叶君山于 １９１４ 年出版《清朝全史》，次年出版《满洲发达史》。
林同济大量征引其作品，因为在《满洲发达史》之前国人尚无东北全史，而《清朝全史》则是萧一山

《清代通史》出版前“泛述清史的唯一作品”。 不过，他知道稻叶君山在学术上“志殊足称”，但政治上

的“大和主义式”论调“用心亦殊可畏”。⑨

林同济发现，与分裂中国东北的学理论证同步，华盛顿会议以来“日本对华政策愈集中于满蒙”，
对外宣传强调“日本在东三省之一切经营及其目的，全属经济性质，毫无政治意义”，“夸张东三省二

十余年之经济展进，全借日本之努力”。�I0 １９２３ 年，矢野仁一提出“满洲非中国领土论”，与白鸟库吉

如出一辙，主张将满、蒙、回、藏从中国分离。�I1 与之相应，日本出现元老主张的“满蒙经营论”和军部

的“满蒙支配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主张源源不断。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破坏东亚国际秩序，打破华盛顿会议及《九国公约》对中国主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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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任万举、乔钊编：《九十年东北地方史研究资料索引大全》，长春出版社１９９２ 年版。 此书收录１９００—１９９０ 年东北研究文献的

篇目，其中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之前的中文研究很少。
和田清：《明治以后日本学者研究满蒙史的成绩》，李孝迁编校：《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第 ２６５—２７６ 页。
冈田英弘：《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陈心慧译，北京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１８４—１８８ 页。
和田清：《明治以后日本学者研究满蒙史的成绩》，李孝迁编校：《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第 ２６９—２７２ 页。
『満蒙研究彙報』第一号（１９１５ 年 １１ 月）、１ 頁，转引自葛兆光：《边关何处？ ———１９、２０ 世纪之交日本“满蒙回藏鲜”之学的兴起

及其背景》，《复旦学报》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
周宪文编：《东北与日本》，中华书局 １９３２ 年版，第 ２ 页；金毓黻：《东北通史》，五十年代出版社 １９４４ 年版，第 １３—１４ 页。
稻叶君山：《满洲发达史》，杨成能、史训迁译，辛未编译社 １９３５ 年版。
郑毅、李少鹏：《近代日本知识人的满蒙史观研究———以稻叶岩吉的“东亚史观”为中心》，《北华大学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３ 期。
林同济：《满洲发达史》，贾菁菁编校：《近代中国学者论日本汉学》，第 ４４６—４４７ 页。 林同济在该文中还指出，对比稻叶君山 １９１４
年的《满洲发达史》与九一八事变后推出的《满洲发达史》增订本，可以发现后者“字句行间，时露出咄咄迫人之态”，可见“日本

人心理，经九一八有显然的变化”。 林同济：《满州发达史》，贾菁菁编校：《近代中国学者论日本汉学》，第 ４４７ 页。
林同济：《日本对东三省之铁路侵略———东北之死机》，第 １—２ 页。
孙志鹏：《从分割到遮蔽：矢野仁一的中国意象塑造及其近代性尺度》，《历史教学问题》２０２２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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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满蒙之特殊地位扩大为东亚门罗主义、东亚共荣圈，欲独霸中国”。① 这直接刺激了日本的中国

东北史地学研究，随后日本“关于东北之著作，层出不穷，直令人应接不暇”。② 相较而言，中国学人

虽然 １９２７ 年便在南开大学成立“满蒙研究会”，但彼时未能形成研究东北问题的举国风气。 不过，九
一八事变后他们也逐渐觉醒，转而以清末“研究西北地理之精神”研究东北史。③

１９３１ 年秋，傅恩龄编撰的《东北地理教材》问世。 傅斯年有感于九一八事变，也迅速组织学者赶

制《东北史纲》，原计划出五卷：１. 古代之东北（傅斯年）；２. 隋至元末之东北（方壮猷）；３. 明清之东

北（徐中舒）；４. 清代东北之官制及移民（萧一山）；５. 东北之外交（蒋廷黻）。④ 他自陈编撰动机就是

要回应日本在东北问题上发起的学理和政治挑战。 所谓学理挑战即日本的“满蒙非支那论”，政治挑

战则是日本对中国东北的领土主张———《田中奏折》已明言：“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

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⑤１９３２ 年，日本推动成立“满洲国”。 此时，
傅斯年等人的工作就是要先从历史上论证东北属于中国，进而引出日本侵略东北的法理问题。 可惜

的是，这套《东北史纲》最终仅出版了傅斯年亲自执笔的第一卷。
陈垣指出，当时的中国研究“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⑥ 缪凤林亦

认为当时“研究东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国，而在日本”。⑦ 桑原骘藏就基于日本人“以东亚主人翁自

任”，以为日本的“中国史学者可以贡献于世界之事业”，“其最适当者莫若中国历代正史之整理”。⑧

在“中国单骑苦抵日俄两国之夹攻”的“新战国时代”，⑨林同济以东北开发为线索，梳理中原与夷狄

三角关系构成的“中国”形成史，有意回击日本政学两界对中国东北的觊觎。
鉴于此，林同济博士学位论文主要参考了三类文献：一是正史典籍、地图编年和文献汇编，二是

海外中国研究专家的论著，三是中国学者最新研究成果，包括前述金毓黻、傅斯年、陈垣、萧一山、王
桐龄等人的成果。 其中，日本学者被征引最多，除上文提及的日本学者外，还有狩野直喜、池内宏、滨
田耕作、羽田亨、田中秀作等东洋史学的一时之选。�I0 林同济广泛征引立场对立的日本研究文献，恰
恰是为了以正视听。

四、东北开发与中国疆域

借助大量第一手资料和研究文献，林同济将东北开发史分为两期。 第一期即元朝及以前，汉人

活动集中在“近东北”，但对辽河的控制经常被打断。 直到唐末，接连渗入长城以内的各个边疆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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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白崇禧口述自传》上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５９ 页。
林同济：《满洲发达史》，贾菁菁编校：《近代中国学者论日本汉学》，第 ４４６—４４９ 页。
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 １９９３ 年版，第 ４１６７ 页。 如，最具代表性的是，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间王芸生撰写的《六十年来中国与

日本》，由天津大公报社出版。
傅斯年：《东北史纲》第 １ 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１—４ 页。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上册第二分册），武汉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５７７ 页。
郑天挺：《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筹委会：《陈垣校长诞生百年纪念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０ 年版，第
１２ 页。
缪凤林：《日本史鸟瞰》，钟山书局 １９３３ 年版，第 １０—１１ 页。
桑原骘藏：《中国学研究者之任务》，李孝迁编校：《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第 ７８、８３ 页。
林同济：《日本对东三省之铁路侵略》，第 １—２ 页；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江沛等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雷海宗 林同

济卷》，第 ５１８—５２４ 页。
参见和田清：《明治以后日本学者研究满蒙史的成绩》，李孝迁编校：《近代中国域外汉学评论萃编》，第 ２６５—２７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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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着辽河区域。 蒙古征服中原后，汉人得以在辽东区域永居。 第二期即明朝以来，明朝早期建立

了对“大东北”的统治，实现了外辽与中原的政治统一，清朝则予以巩固。① 第一期对应傅斯年所拟

《东北史纲》第一、二卷，第二期对应第三、四卷；林同济的单篇论文《李鸿章的朝鲜政策（１８７０—１８８５
年）》则对应第五卷。② 布局如此贴合，且《东北史纲》和缪凤林的书评《评傅斯年君〈东北史纲〉卷
首》都在林同济的参考文献之列，可见林同济与傅斯年有同样的问题意识和政治关怀。

林同济又将第一期细分为四个阶段：从先秦到秦汉时期，中原政权便已统辖东北，并有意从东北

向南将统治扩展到朝鲜。 “五胡乱华”打乱了这一意向。 唐朝统治“近东北”，在外辽区域建立“宗主

权”，直至安东都护府废止。 辽金元时期，从政治上讲，“大东北”与“近东北”连成一体，二者的命运

与东亚的命运结合在一起。③ 他指出，这四个阶段出现过三个统治东北的北狄政权。 其中，“五胡乱

华”时期的慕容鲜卑是统治东北的第一个非中原力量。 北狄掌控东北，但没有造成“中原文化的退

出”；中原虽然在政治上衰落了，却还是深刻地影响了“夷狄的心灵”，掌控了文化和行政的安排规

则。 唐设置安东都护府管理东北和朝鲜，意味着中国疆域第一次北达松花江和乌苏里江，南至整个

朝鲜半岛。 ９１６ 年，契丹建国，随后占据燕云十六州成为“东北的绝对主人”，缔造统治东北的第二个

北狄政权；宋朝建立后也未能改变东北现状。 林同济认为，鲜卑和契丹都是因“汉化”才得以实现

“政治崛起”，说到底是“文明化”推动了疆域开拓。 契丹败北后，与之有亲缘的另一支北狄势力蒙古

崛起。 蒙古胜金是北狄再次战胜东夷，并且建立了第一个实现大一统的北方民族政权。④ 林同济由

此谈论中国巨变：

第一期是中国势力主动一切的时代；第二期，是世界政治侵入远东范围，中国与东北一

齐卷入漩涡的时代。 第一期内的匈奴、鲜卑、蒙古、满清的扰寇与第二期内的日俄侵略，其
性质大大不同。 前者不过是游牧民族的侵犯……游牧民族之侵中国，实是一种向心的运

动。 表面上似乎是主动进攻的行为；根本上，却是被吸被动的举动。 其进攻农业地带愈深，
则其离根愈远，失据愈甚，而受汉化的危险愈大……中国对边地民族……总握气运的

枢纽。⑤

对林同济而言，上述历史事件及其对应的史料可以证明中国对东北的开发古已有之。 其中，元朝使

中国真正摆脱了长城的束缚，大大开拓了中国的疆域，从而为明、清两朝开发和统治东北奠定了基

础。 林同济的重点就放在明、清两朝的东北开发史，因为正是它们决定了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定义

时刻，东北成为现代中国主权疆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明代元而起，却并未一劳永逸，蒙古势力没有

彻底消退，东北方向还有女真崛起。 就明朝安全而言，中原与夷狄的三角关系具体表现为与蒙古和

女真的关系，“天下之事，惟夷狄为大，而夷狄之害，北虏为最”。⑥ 恰如林同济所言，北狄为害比东夷

更甚，明朝认定蒙古与后起的瓦剌、鞑靼威胁最大。 明太祖意识到，“五胡乱华”以来，长城没能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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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中原，抵御住来自东北的威胁。 要“守护文明”，就要把长城与贺兰山—阴山—大兴安岭山脉之

间的“过渡地带”也纳入统治，林同济自然很重视明太祖的东北经略之道。①

首先，明太祖在“近东北”设置了三道防线。 １. 在西拉木伦河以北设兀良哈三卫。 此地有汉人、女
真和蒙古三股势力渗入，无法作为“独立的政治单位”，设置三卫能使之免于蒙古统治，又防止其与女真

过从甚密，成为汉人与夷狄之间的缓冲地带，“东捍女直［真］，北捍蒙古”。 ２. 设全宁卫掌控西拉木伦

河，保障辽西与辽东之间的热河线。 ３. 中原的最后一道防线河北—山西防线。② 明太祖共二十六子，
仅东北方向就安排了八子拱卫：长城内设四王，东北有四子出任塞王，一个在热河、三个在辽东。

其次，林同济认为，明太祖意识到“蒙古与女真的政治融合不可避免地会伤害中原”，即便在

１３９０ 年对蒙古残部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明朝也主要在预防蒙古人复兴元朝，所以采取以夷制狄、分而

治之的方式联合女真控制蒙古。 太祖和成祖设置许多当地人充任的女真卫（隶属于奴儿干都司），将
其纳入辽东军政范围，避免蒙古与之结盟。 林同济认为，明太祖没有在蒙古和瓦剌等北狄之地设置

卫所，是因为女真的汉化程度更高，所以张廷玉等编《明史·外国传》中有兀良哈、蒙古和瓦剌的专

章，却不列女真。③ 此处，他显然先入为主，过分强调“以夷制狄”的“中国”形成论，以至于忽略了清

人编《明史》不将女真列入“外国传”恰恰符合官修史书的特点，要知道明修《元史》也没有《红巾军

传》或《吴（朱元璋）传》。 不过，若撇开他对史书撰写体例的分析偏颇，仍不妨沿其思路理解明清时

期的东北地位。
最后，太祖在东北设辽东都司、大宁都司和奴儿干都司（大宁都司“左控辽东，右制蒙古”，④靖难

之役后大宁都司被撤，辖下兀良哈三卫改隶奴儿干都司）。 任命边疆民族人士充任在地官员并册封

名器，使东夷有依附土地的血缘继承观念和荣誉感，降低其相对于汉人定居生活的流动优势。⑤ 矢野

仁一恰恰基于这一理由判定女真兀良哈地区的性质与辽东都司不同，因而不属于明朝疆域。⑥ 将羁

縻视作独立，显然是一种误解。 林同济的征引对象正是其解读史料时不言自明的论敌。
林同济充分肯定了明太祖的东北经略，但认为成祖朱棣统治时期热河线上的所有卫所全被废

弃，兀良哈跨过西拉木伦河导致第一道防线失守，进而占据游牧人和长城之间的无人区过渡地带导

致第二道防线失守。⑦ 明朝的失败就在于放弃以夷制狄，从而失去热河线，最后丢掉东北乃至整个天

下。 不过，林氏此辨略有偏颇。 朱棣虽将大宁等地划归朵颜三卫，但终永乐之世，热河仍受明廷控

制，战略收缩和被动防御是仁、宣二帝以后之事。 即便朱棣有让出热河的意图，他依然有战略布局，
仅永乐初期，“由女真、明朝、哈密构建的从东、南、西三个方向的对蒙包围网已正式形成”；另外，女真

部落编入的“羁縻卫所”在洪武年间仅五个，至永乐中期已近二百个，亦可佐证。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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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的反例。 草原民族极擅山地作战，秦长城修建在阴山之中等于将阴山山地让与匈奴，于是汉武帝将长城拓展到广袤的漠北草

原。 参见李孝聪：《中国区域历史地理》，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４８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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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兴起前，蒙古是明朝的主要威胁。 萨尔浒战役后，东北逐渐成为首要威胁。 明朝统治

东北失策，建州女真得以在东北崛起并最终取而代之，这是东夷战胜中原。 但因为“汉人很快接掌了

其征服者的视野和观点”，林同济认为这本身仍可以说是中原向东北延伸的重要一步。① 他指出，满
族入关后最初几十年仍有反清力量，但因为清朝接受汉文化的主导，文化反清不复可能；而随着遗民

逐渐去世，政治反清也无从谈起。 关键还是满汉一体之策，八旗本就有汉人和蒙古军官；康熙、乾隆

时期更是因为满族贤达的数量劣势而与汉人共治。 入关近一百年间，清朝实际上还鼓励汉人进入东

北，用辽东的满汉一体排除蒙古与朝鲜人进入东北。 顺治十年（１６５３ 年）清政府颁布辽东招民开垦

授官例，康熙七年（１６６８ 年）即予以废止，但并未停止移民。 乾隆五年（１７４０ 年）以来，清政府颁布针

对东北的封禁令，封锁了从山海关、内蒙古及奉天进入东北的陆海通道，虽然使东北成了“汉人眼中

最神圣的地方”，但也因此“与中原疏离”。② 林同济特意指明，这一点直到他写作的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都未被充分注意———而日本人注意到这一点，因此加紧对东北的经济开发，进而谋求在东北的政治

权力。③

整合东北的进程始终受北部边疆民族牵制，只有满族通过联合漠南蒙古平定中原，才破解了中

国历史的北部边疆民族难题。 林同济感慨：“历史力量经常会以奇怪的方式实现其目的，当中原不再

努力合并外辽区域时，外辽区域却自行与中原合并了。”④他认为清政府最大的成功正是“处理了蒙

古问题”。⑤

１６ 世纪中叶，蒙古东进威胁热河；满族定鼎中原后，虽然允许蒙古人留在热河，但将热河纳入直

接管辖。 林同济认为“热河狩猎”是清朝的独特“制度安排”，以此保持“满洲”的武德技艺，更重要的

是确立“皇帝直管热河”。 清朝能够成功统治热河线，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使用汉唐之策，推动“满
蒙联姻”；二是利用喇嘛教，与蒙藏结好。⑥ 林同济将守住热河线从而保障东北安全视作“汉化”的结

果。 更重要者，满族入主中原，统御满、汉、蒙、回、藏，终结了以往中国北疆的安全威胁，“开辟蒙古、
新疆、西藏、东三省之大中国”，奠定了中华民族一体多元的基本格局。⑦

林同济特意指出，１６３６ 年皇太极建立“大清”，由“金”到“清”的转变固然是要遮蔽新朝的“女真

起源”，更是说明新天下由中原、北狄和东夷联合而来，并非独属于东夷。⑧ 土地合并的过程，也是民

族气质交融的过程。 “满洲”、蒙古与中原的聚合，是北狄与东夷的武化与中原的文化相结合。 承德

避暑山庄的丽正门就采用满、汉、蒙、回、藏五种文字书写，亦足见当时政治文化。 汉人与边疆民族的

交往不仅有“汉化”，也有“胡化”，二者结合才促成中国的形成。 缺乏文化则流于野蛮，缺乏武化则

会失去边疆进而亡国。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陈寅恪（魏晋“胡化”）和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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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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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均有相关研究，或明或暗地指向“多源一统”或“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建构。①

林同济当时已经意识到，一些“受西方意识形态影响的中国史家”认为清朝是“异族王朝”（ａｌｉｅ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或征服王朝。 这种想法是用种族民族主义的观点看待“非民族主义的东方”，而观察中国恰

恰需要“非种族民族主义的眼光”。② 在“新战国时代”，林同济从民族融合与疆土扩大的角度充分肯

定了清朝为中国现代版图形成起到的奠基之功，可谓何炳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一文的

先声———而何炳棣恰曾受教于战国策派同人雷海宗。

五、“中国”形成与边疆视野

１９ 世纪中叶以来直至中华民国建立，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定义时刻。 中华民国以承认清政府与

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前提，换取对其合法继承清政权版图的国际承认；延续满、汉、蒙、回、藏的

统治格局，以“五族共和”扬弃排满革命，采用五色旗为国旗（取代武昌起义时仅象征汉地十八省的

九角十八星旗），申明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 历代王朝的疆域都没有附着现代主权观念，清朝的

版图却不再是历史中国某个阶段的疆域，而成了具备国际关系法理的国家领土。 此后的领土变迁，
都往往被要求追溯到这一时刻予以复原。 谭其骧主持绘制中国历史地图，便将 １８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１９
世纪 ４０ 年代的疆域视作历史中国的基本版图。

林同济曾征引拉铁摩尔（Ｏｗｅｎ Ｌａｔｔｉｍｏｒｅ），而后者的一大贡献就是打破长城对中国历史研究的

束缚；③李济也反复提示要“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
那里有我们更老的老家”。④ 东北是中原最早延伸的地方，却最晚纳入中国固定版图。 秦一统天下，
在小范围长城的基础上修筑秦长城，将游牧区与农业区作政治—地理区隔，由此规范了后世中国的

内部结构，限制了汉人的活动空间与政治视野。 由辽、金、元奠基，明、清最终打破长城的束缚。
无论汉人与夷狄孰为统治者，中国对东北的统治都意味着走出了长城的束缚。⑤ 林同济跨越长

城局限而在欧亚大陆格局下思考中国的形成，除受拉铁摩尔影响之外，可能还获益于克纳（Ｒｏｂｅｒｔ
Ｋｅｒｎｅｒ）。⑥ 克纳早在 １９３１ 年就组织东北亚研讨班，研究中、日、韩三国的版图变化。 １９３２ 年，中国国

内报刊首次出现“东北亚”（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ｓｉａ）一词，正出自林同济翻译矢野芳三郎的报告，这篇译文

就提到了这个研讨班。⑦ 林同济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五位成员中，克纳、兰登（Ｅｄｗｉｎ Ｌａｎｄｏｎ）
和马如荣（Ｎｇ Ｗｉｎｇ Ｍａｈ）都是研讨班的重量级人物。 克纳最初研究西斯拉夫、南斯拉夫与德国人的

关系（欧亚大陆西部），进而转向东斯拉夫历史，包括俄国与土耳其的关系（欧亚大陆中部），最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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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于俄国在亚洲的位置及其与中日的关系（欧亚大陆东部）。 林同济或许正是受其影响，超越长城的

政治—地理阻隔，在欧亚大陆的大框架中思考“以夷制狄”的中国历史及其对东亚的影响。
克纳的备忘录提到，林同济 １９３２ 年“还没有选好博士论文的具体题目”，但他对“内外视域下的满洲问

题”非常感兴趣。 随后，林同济提出了一个“中国与边疆”（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ｓ）的研究设想，计划写四

卷，分东北（“满洲”、热河）与西北（蒙古、西域）两部分，以鸦片战争为界分两个时段。① 由于他急于尽早完

成学业，只处理了最紧迫的东北史地问题，因为东北问题“事关东亚和平，尤关我国生死”。② １９３３ 年，日
军跨过山海关。 次年博士学位论文通过答辩后，林同济即回国任教于南开大学。 日军轰炸南开大学导致

林同济丢失大量材料。 因此，他本人虽然迁居西南边疆，却再也无法延续中国边疆史的研究宏愿。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美国学界掀起“新清史”研究热潮，注重从边疆看中国，强调清朝统治成功

端赖“满洲之道”（“满洲”的特殊性）。 代表人物欧立德（Ｍａｒｋ Ｅｌｌｉｏｔｔ）的合作导师冈田英弘就强调成

吉思汗缔造的蒙古史是世界史的开端，③亦可见“新元史”与“新清史”的渊源。 另一代表人物罗友枝

（Ｅｖｅｌｙｎ Ｒａｗｓｋｉ）认为何炳棣的“汉化论”是梅谷（Ｆｒａｎｚ Ｍｉｃｈａｅｌ）“开创性的清朝立国研究”的回响，批
评他们都过于强调汉人对边疆的规范。④ 不过，何氏的文章和回忆都未提及梅谷为“汉化论”发出的

先声。 在 １９５６ 年费正清组织的一次中国经济史学术会议上，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张仲礼提交了《中国

绅士的收入》一书的摘要，因本人未到场，其导师梅谷代读论文。 在场的何炳棣对张文批评甚厉，与
梅谷多有争辩。⑤ 言辞之间，何炳棣似乎从未在意梅谷的相关研究。

梅谷的《满洲统治中国的起源》一书与林同济有同样的思想来源，还明确征引了他的论文。⑥ 该

书 １９４２ 年问世后，冯家昇、陈受颐都曾撰写书评，认为梅谷充分吸收了拉铁摩尔、魏特夫（Ｋａｒｌ
Ｗｉｔｔｆｏｇｅｌ）对中国边疆的关注和研究发现，但强调“满洲”入主中原是因为“汉化”而非夷狄在边疆的

崛起。⑦ 经过正反双方的提示，似乎可以梳理出林同济、梅谷与何炳棣两代学人在三个时代对“汉化

论”的推动。 作为“汉化论”的早期提出者，林同济已经考虑到超越长城的边疆视野，既强调中原对

夷狄的文化影响力，又注意到元、清为中国史的绵延扩大注入的新元素。 如果何炳棣能够在捍卫“汉
化论”的同时，注意并梳理出前代学人的努力，或许会引发更多关注。

林同济喜欢古典文献中讲的“既来之，则安之”，也倾心于雍正再阐释的“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

之”。⑧ 以往中原地区虽然经历边疆民族统治，但最终都能让华夏文化遍布天下，着实有赖于边疆民

族统治者的“汉化”；随着欧美西力东渐，带来了另一种“文明化”的主张，“天下”的梦碎是中国既有

世界图景的破灭。 “汉化论”的文明视野被西方式的文明等级国家体系与齐平化的地缘政治体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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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ｈｔｔｐｓ： ／ ／ ｓｒｃ － ｈ. ｓｌａｖ. ｈｏｋｕｄａｉ. ａｃ. ｊｐ ／ ｐｕｂｌｉｃｔｎ ／ ａｃｔａ ／ １５ ／ ｋｏｔｏｋｉｎ ／ ｋｏｔｏｋｉｎ. ｈｔｍｌ［２０２３ － ０７ － ０３］
林同济：《日本对东三省之铁路侵略》，第 ３ 页。
冈田英弘：《世界史的诞生：蒙古帝国的文明意义》，第 １４９—１８３ 页。
Ｅｖｅｌｙｎ Ｓ. Ｒａｗｓｋｉ， “Ｒｅｅｎｖｉｓｉｏ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Ｔｈｅ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５５，Ｎｏ. ４，１９９６，ｐ. ８３２；罗友枝：《再观清代———论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刘凤云、刘文鹏编：《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

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９ 年版，第 ６ 页。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第 ２９２—２９３ 页。
Ｆｒａｎｚ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Ｍａｎｃｈｕ Ｒｕｌ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ａｎｄ Ｂｕｒｅａｕｃｒａｃｙ ａ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４２， ｐ. １２６.
Ｆｅｎｇ Ｃｈｉａ⁃Ｓｈｅｎｇ， “Ｂｏｏｋ Ｒｅｖｉｅｗ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 １５，Ｎｏ. ３，１９４２；Ｃｈ'ｅｎ Ｓｈｏｕ⁃ｙｉ，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Ｂｏｏｋ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１１，Ｎｏ. ３，１９４２.
爱新觉罗·胤禛：《大义觉迷录》，文物出版社 ２０２０ 年版，第 １６ 页；Ｔｕｎｇ Ｃｈｉ Ｌ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ｐ. 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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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伴随这一转变进程，中国人自认为处于“野蛮”状态，极力要进入文明国家的国际体系，第一次世

界大战之后才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文明—野蛮的世界，而是权力斗争的世界。

结　 语

近代中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承受了丢失大量国土的重创，２０ 世纪的东北得失问题就是颇

具代表性的一个焦点。 林同济深感现实的民族存亡的压力，有一种“新战国时代”的强烈理论抱负，
在九一八事变前后撰写了有关东北问题的硕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学位论文，广泛征引海内外研究成

果，梳理东北纳入中国版图的过程，从历史的纵深理解中国的形成和东北的地位。 在林同济看来，
“中国”形成史就是夷狄与中原和合的“汉化”史，虽然汉人的具体治疆策略是“以夷制狄”，但终究要

推动夷狄二者“汉化”，促使文明中国与地理中国合一，进而缔造多元一体的大中国。 东北是中原、
夷、狄三者的交汇地带，也就成了考察三者关系和“中国”形成史的重要切入点；以东北起家的清朝深

谙此道而建立了满、汉、蒙、回、藏的基本统治格局。 鉴于清朝疆域具备现代国际关系的法理意味，林
氏研究一方面从历史出发论证东北系中国有机组成和固有领土，另一方面则揭示清朝多元一体统治

格局暗含的国家建构思想，实为中国领土保全提供可资溯源的关键基点。 与其说他是在欧亚大陆的

视野下重写“中国”形成史并总结中国历史疆域的形成规律，不如说他志在理解中国的世界历史处

境，秉持“汉化论”的同时超越长城视野，更呼唤中国人将长城内外共同纳入中国历史的研讨范围，逆
转侵略者的分裂主张，塑造完整的中国。

林同济注意到中国历史学家“抱着一种消极的中国中心的观念而写史”，认为边疆是个“黑暗之

乡”，总是“轻视边疆”“撤退边防”，①正中侵略者下怀；换言之，面对日本将中国压缩至“中国本部”
的政治和学理入侵，中华儿女如若继续区分中心与边缘，无助于接续多元一体的“中国”形成史，遑论

塑造一个完整的现代国家。 于是，林同济疾呼“反边疆的态度，竟成了中国人的第二天性”，希望从此

开展“亲边疆的教育”，鼓励中华儿女“向边疆去”。② 令研究者遗憾的是，回顾 ２０ 世纪的边政学研究

史，未见林同济留美归国之后与相关学人有学术交流或互相引证；或许也正因如此，林同济早年有关

边疆视野与“中国”形成的研究一直未受关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林同济和萧一山都注意到斯皮克曼（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Ｓｐｙｋｍａｎ）的美国国家利益论。 斯

皮克曼主张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要过分打压德国和日本，因为强大的俄国和中国对美国未必

有利，而要“利用日本与德国以均衡中国与苏联之势力”。③ １９５０ 年，美国采纳斯皮克曼的策略，欧亚

大陆东部局势骤变，东北方向又陷入战火，林同济判定的“新战国时代”似乎仍在继续。

（作者董成龙，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邮编：４０００４４）
（责任编辑：尹媛萍）
（责任校对：敖　 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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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同济：《边疆问题与历史教育》，江沛等编：《中国近代思想字文库·雷海宗 林同济卷》，第 ４６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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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化》，《非宇馆文存》卷 １，文通书局 １９４２ 年版，第 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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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ｅｒ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ｔｏ ｇｅｔ ｂｅｙｏ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ｃｅｎｔ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ｏ ｓｈａｐｅ ａ ｎｅｗ ｆｏｒｍ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ｃｅｎ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ｂ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ｔｓ ｍｅａｎｉｎｇｓ ｈａｖ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ｓｔｓ’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Ｊｉａｎｇ Ｄａｃｈｕｎ'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 ／ Ｗａｎｇ Ｙｅｙａ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ｅｒｉｏｄ， Ｊｉａｎｇ Ｄａｃｈｕｎ'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ｍ ｈａｄ
ａ ｇｒｅａ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ｗｏｒｋｓ， ｈ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ｈｏｗ ｔｏ ａｐｐｌｙ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ｉｃ ｖｉｅｗ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Ｔｗｅｎ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ａｆｔｅ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ｈｅ ａｇａｉｎ 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ｒｘｉｓｔ ｌｉｎ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ｇｉａ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ａｇａｉ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ａｔｔｅｍｐｔ ｉｓ ｉｍｍａｔｕｒｅ， ｉ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ｈｉ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ａ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ｎ Ｔｏｎｇｊ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ｉｓ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 ／ Ｄｏｎｇ
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

Ｌｉｎ Ｔｏｎｇｊｉ（Ｔｕｎｇ⁃Ｃｈｉ Ｌｉｎ），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ｔｈｅ ｃｏ⁃ｆｏｕｎ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ｒｏｔｅ ｈｉｓ
ｍａｓｔｅｒ'ｓ ｔｈ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ｉｓｓｕ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８ｔｈ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 Ｈｅ ａｒｇｕ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ｔｗｏ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Ｔｉａｎｘｉａ”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ｄ ｔｏ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ｎｅ ｗａｓ ｔｈｅ “ｈｅａ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ｉａｎｘｉａ Ｐｒｏｐｅｒ”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Ｐｌ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ｅｎｃｏｍｐａｓｓｅｄ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ａｓ ｔｈ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ｏｆ Ｔｉａｎｘｉａ”. Ｔｈｅ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Ｔｉａｎｘｉａ” ｄ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ｗ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Ｈａｎ ｐｅｐ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ｗａｓ ｔｏ ｕｎｉｔｅ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ｗｉｔｈ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ｉ. ｅ. ， ｔｏ “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ｗｉｔｈ
ｂａｒｂａｒｉａｎｓ”.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ｆｏｌｌｏｗｅｄ ｔｈｉ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ｂａｓｉｃ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ｒｕｌｅ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ｕ， Ｈａ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Ｈｕｉ ａｎｄ Ｔｉｂｅｔａｎ ｇｒｏｕｐｓ.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ｗ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ｒａ”，
Ｌｉｎ ｄｒｅｗ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ｄ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ｕｐｈｏｌ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ｉｎｉｃｉｚａｔｉｏｎ.
Ｈｅ ａｌｓｏ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ｌｌ ｔｏ ｆｕｌｌｙ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ｔｒｉｂ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ｎ ｆｒａｍ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ｈｅ ａｖｏ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ｂｉａｓ ｈｅｌｄ ｂｙ ｓｏｍ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ｗｈｏ ｏｖｅｒ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Ｂｙ ｄｏｉｎｇ ｓｏ， ｈｅ ｈｅｌｐｅｄ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ｄａｙ'ｓ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０６１


